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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 ESs）大幅衰退，迫切需要正确的环境治理政策。为解决当

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两个问题：缺少以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统筹规划和缺乏对 ESs 协同权衡的深入

理解，本研究以生态功能区为研究单元，测定四项 ESs（粮食生产(grain production, GP)、植物固碳(carbon 

sequestration, CS)、户外休憩(outdoor recreation, OR)和生物多样性维护(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C)）的时

空变化，探究 ESs 协同权衡的形成机制及其对温度、降水、日照、海拔和城市化程度这 5 项影响因子的空

间非平稳性响应。本研究提出―差异比较法‖来确定 ESs 协同权衡的空间分布，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选取影响

因子，并通过地理加权逻辑回归（geographical weighted logistic regression, GWLR）确定 ESs 协同权衡对影

响因子的空间响应。结果表明，ESs 协同权衡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每两项服务在空间上并非只是单

一关系，而是同时存在协同与权衡关系。其中 BC 与 OR 在整个研究区内表达出高度协同关系，且其二者

与其他两项服务 GP、CS 之间协同权衡的空间分布也十分相似。ESs 协同权衡对所有影响因子均表达出显

著响应，该响应具有空间异质性，其正负性和强度随空间变化。研究通过总结 ESs 协同权衡发生的规律，

对已有的协同权衡形成机制进行细化：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支持性土地利用类型和非支持性土地利用类

型的面积比例，以及它们对各项服务的支持程度会使得两项服务在该区域范围内区分出优势服务和劣势服

务。优势服务和劣势服务之间存在动态差距，当该差距处于增加状态时可能导致权衡发生。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权衡；地理加权逻辑回归；生态功能区；影响因子；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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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的城市化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ESs）

在全球范围内大幅衰退[1]，人类福祉受到影响，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工作被动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

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开展[2]，存在两个问题。（1）忽略了生态系统是一个综合而整体

的系统，制定决策时缺少统筹规划[3]，难以根据生态环境格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展工作。

划分生态环境功能区可作为有效衔接的突破口[4]，其目的是对不同环境功能的区域实施分类

管理进而落实环保的总体规划[5]。（2）在制定政策时，忽略 ESs 之间的权衡和协同关系，盲

目追求某项服务的产值最大化可能会导致另一项生态系统服务的大幅衰退[6]，对生态环境造

成二次伤害。因此，以生态功能区为单元研究 ESs 之间的关系（协同权衡），了解其形成机

制、分布特点，受什么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对科学制定生态保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7]。 

ESs 协同权衡是 ESs 之间关系的两种不同形式。ESs 之间相互影响，呈现出多重非线性

关系，表现为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和相互增益的协同关系[8,9]。很多学者对 ESs 之间的协同

权衡关系进行了研究，聚焦点多在格网或行政区尺度下的协同权衡关系评估及其空间尺度效

应。冯雁云等[9]以格网为单元，利用相关分析的方法获得了典型山地区域的植物固碳与水文

调节服务、植物固碳与粮食供给服务之间的全局关系。王晓萌等[10]以行政区为研究单元，

利用基于线性拟合分析的生态系统权衡度（ecosystem services trade-off degree, ESTD）模型

测定了河北省四项 ESs（农作物生产、碳储量、生境质量和土壤保持）之间的两两关系。刘

海等[11]以格网为单元，利用相关系数和 ESTD 模型测定了丹江口水源区的多项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两两之间的协同权衡。Xu 等在 20 种不同大小的格网尺度和 2 种行政区尺度，利用斯

皮尔曼相关系数测定 ESs 协同权衡，探究 ESs 协同权衡的尺度效应[12]。然而，现阶段关于

ESs 协同权衡的影响因子的研究却十分有限。Feng 等[6]对此进行了尝试，在研究区抽取了

151 个样本，确定了与 ESs 之间的全局关系有关的 4 个环境因素(植被覆盖度、植被类型、

海拔和泥沙成分)。Qiu 等[13]通过逻辑回归分别探究了 ESs 之间的全局关系在景观尺度与局

部尺度上的潜在影响因子，包括坡度、土壤物理性质、人口密度、到溪流的距离、到最近湿

地和森林的距离、半径 560 m 内的总景观包含森林、农地和湿地的百分比，以及限制施用养

分和有机肥的面积的百分比。这些研究存在以下不足：方法都是基于全局回归，无法得到协

同权衡关系对影响因子的响应的空间差异化分布，且选取的潜在影响因子也都是以自然环境

因素为主，缺少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分析[6,13]。 

生态过程通常包含着空间非平稳性和自相关性问题[14-15]，这无法满足全局回归中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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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没有自相关模型残差和同方差）[16]。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局部回归模型可以解决上

述两个问题[17-19]。因此在分析生态过程中发生的空间相关性问题上，局部回归，尤其是地理

加权回归（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GWR）及其衍生出的其他局部回归模型，已逐

渐替代了全局回归[20,21]。然而局部回归却鲜少用于测定 ESs 协同权衡与影响因子的空间关联，

这是由于基于传统方法得到的 ESs 协同权衡结果无法支持局部回归运算。测定 ESs 之间关

系的传统方法如成对相关系数和全局回归模型[20]，其结果是在空间上恒定的全局关系，只

能反映研究区的平均情况，缺少地域分异特征，可能无法完全解释实际现象[20]。根据 ESs

之间权衡与协同的定义，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方法——差异比较法，来绘制 ESs 协同权衡关

系图，可以解决以往研究中 ESs 之间的关系与潜在影响因素不能进行局部回归分析的问题。

该方法通过比较特定时间段内这些服务的变化量来判定协同或权衡，并用二元结果来描述

ESs 协同权衡的空间分布细节。进而使用地理加权逻辑回归（geographical weighted logistic 

regression，GWLR）[22]来探究 ESs 协同权衡与多元影响因子之间的空间关联。 

本文以生态功能区为研究单元，测定了供应（粮食生产），调节（植物固碳），文化（户

外休憩）和支持（生物多样性维护）四类生态系统服务，通过差异比较方法在空间上确定了

它们的协同权衡关系；从地形、气候、人类活动三个方面综合选取潜在影响因子，并通过主

成分分析进行筛选；最后基于 GWLR 得到 ESs 协同权衡关系对自然环境因素和人类活动因

素的空间非平稳性响应，可为科学制定区域环境保护政策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 

1.1 研究区 

福建省（图 1）(北纬 23°33‗-28°20‘，东经 115°50‗-120°40‘)位于中国东南部的东海之滨。

它是中国大陆的重要海港，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和高度的城市化程度。作为中国创建的第一

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这里还拥有丰富的自然栖息地，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全区森林覆

盖率达 65.95%，居全国首位，水系密布，水资源也居华东首位。福建省境内地形千差万别，

山地占全省的 80%以上，河谷流域错落有致，形成了福建省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但福建

农业有限，人均耕地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粮食总产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因此，围绕粮食安全的问题需要紧急关注。福建气候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这可能会影响其

生态过程。闽东南沿海为南亚热带气候，闽东北、闽北、闽西为中亚热带气候，各气候带水

热条件的垂直差异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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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福建省区位              (b)福建省生态功能区划            (c)福建省土地利用类型 

图 1 研究区概况 

Fig. 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1.2 实验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类型有栅格数据、矢量数据、监测点站数据和统计数据。所有非空

间数据都进行了空间化处理，并统一使用 Krasovsky_1940_Albers 坐标系统。本研究使用的

数据包括：2005 年和 2015 年 30 m × 30 m 分辨率的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图是由 landsat 8 遥感

影像，通过人工解译生成[23,24]，30 m × 30 m 分辨率的数字评价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 http://www.gscloud.cn/，归一化植被指数，中国植被类

型图，1km×1km 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空间分布数据都来自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 ，生态功能区划来自中国生态 系统评估与生态安全数据 库

http://www.ecosystem.csdb.cn/，2005 年和 2015 年的气象数据集，包括气温、降雨量和日照

时数等来自中国气象数据网 http://data.cma.cn/，2005 和 2015 年福建省各地级市粮食总产量

数据来自于《福建统计年鉴》。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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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以下四个步骤开展:（1）ESs功能测算；（2）ESs之间关系(协同/权衡)的测定；

（3）ESs之间关系的空间自相关分析；（4）潜在影响因子的主成分分析及其和ESs协同/权衡

之间的地理加权逻辑回归。具体方法如下。 

2.1 生态系统服务测算 

本研究测定了四项的生态系统服务:粮食生产(grain production, GP)、生物多样性维护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C)、户外休憩 (outdoor recreation, OR)和植物固碳 (carbon 

sequestration, CS)。参考以往研究中使用的方法[25-28]，对每项服务进行量化；并通过分区统

计方法[12]，将其映射到生态功能分区上。已有学者研究发现粮食产量和植被状况指数（VCI）

具有显著的相关性[25,29]，因此，将植被状况指数作为测算粮食生产服务的替代指标。参照文

献[22]的方法，按照每个格网中耕地VCI占这个区域所有耕地的总VCI的比例，将一个区域

的粮食总产量分配到每一个格网中，再通过分区统计映射到每个生态功能区中。上述方法中

的―区域‖为地级市，每个地级市的粮食总产量参考福建省统计年鉴。生物多样性维护服务基

于InVEST模型的生境质量模块计算获得[30]。该模块是通过结合景观类型敏感度和以人类活

动为主的外界威胁强度，分析不同景观格局下的生境质量对威胁源的响应程度及其分布与退

化情况，其结果可以作为生物多样性维护服务的代理指标[31-33]。本研究中，户外休憩服务基

于Baro提出的估算-休闲方法进行修改和量化[27]
,主要衡量的是人类与自然环境(自然地类)的

接亲近程度。分别提取具有游憩能力的土地利用类型，根据距离衰减公式计算其自然亲近度。

叠加后进行归一化，得到每个网格单元的户外休憩级别。每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户外休憩能力

的参数和距离衰减公式参考自文献[24]。植物固碳服务用植被净初级生产力表示[34-36]。计算

方法参考Potter 等建立的Carnegie Ames- Stanford Approach（CASA）模型[36,37]。 

2.2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协同权衡的测定 

为使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能在空间上可视化，本研究依照协同权衡的定义[8]，提出

差异比较法来测定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协同与权衡。通过比较 2005 年到 2015 年这两种服务

的变化量来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两项服务的变化量的乘积为正值，则被认为是协同的，

否则为权衡关系，协同权衡以二元变量表示。 

                      𝐴𝑇1 − 𝐴𝑇2 =△ 𝐴                                （1） 

                      𝐵𝑇1 − 𝐵𝑇2 =△ 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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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𝐴 ×△ 𝐵 ≥ 0       (协同)

△ 𝐴 ×△ 𝐵 < 0       (权衡)
                           （3） 

T1 和 T2 分别为两个不同的时期。AT1和AT2分别为 T1 时期和 T2 时期服务 A 的值，BT1

和BT2分别为 T1 时期和 T2 时期服务 B 的值，△ A和△ B分别为服务 A 和服务 B 在 T1 到

T2 时期间的变化量。 

2.3 空间自相关分析 

莫兰指数（Moran‘s I）[38]被用来描述 ESs 之间关系的空间自相关性。莫兰指数的取值

从-1 到 1。正值表示空间正相关，值越大表示相关性越显著。负值表空间负相关，值越小表

示空间差异性越大。零值表示 ESs 之间关系在空间呈随机分布。本研究使用 ArcGIS 10.4 计

算莫兰指数。 

2.4 地理加权逻辑回归 

GWLR 是 GWR 和广义线性建模（特别是逻辑斯蒂模型(logistic model)）的结合，这种

空间模型与逻辑回归的结合与逻辑自回归有相似之处，但在概念上与之不同[39,40]。因变量是

指在某一特定位置的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协同或权衡）。因此，为服务之间的关系构

建一个数据层；这一层是二元的，值 1 表示协同，值 0 表示权衡。从人类活动、地形和气候

三个方面选择了潜在的影响因子。 

由于本研究中 ESs 之间的协同与权衡是基于变化量测定的，故参与回归计算的也是潜

在影响因子的变化量。本研究地形、气候、人类活动三个方面共选取了 13 个潜在影响因子，

分别为城市化程度[26]（人口、GDP、建设用地占地比例）；地形（高程）；气候：温度（≥10 ℃

积温，≥0 ℃积温 ，最冷月均温，极端低温值、极端高温值），降水（年降水量、3-6 月降水

量、7-9 月降水量），日照（日照时数），其中，气候单因子的选择是基于前人研究[41,42]，从

气候适宜度方面进行考量。对所选的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43]，最终得到参与回归计算的潜

在解释变量如下：地形影响因子一项（高程），气候影响因子三项，分别为降水综合因子、

气温综合因子、和日照影响因子（日照时数），人类活动影响因子一项（城市化程度综合因

子）。以上的综合因子由主成分分析获得，单因子经过了归一化处理。GWLR 的计算基于

ArcGIS Pro 软件，使用地理加权回归工具的二进制(logistic)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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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 

2005 年和 2015 年，四项生态系统服务(GP、CS、OR 和 BC)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图

2）。 

GP 的最高值并不在农业生产和城镇发展功能区内，其值的分布与行政区具有明显的关

联（图 1，图 2）。这是由于本研究中的粮食生产服务表达的是单位面积内的粮食生产能力，

其值的大小主要与该区域的 VCI 和该区域所属行政区的粮食总产量有关。农业生产和城镇

发展功能区虽然耕地占比大，但单位面积内的粮食生产能力较弱，故 GP 值较低。从 2005

年到 2015 年，福建省东部的 GP 值下降，西部的 GP 值上升（图 2），这与福建省 2005 年和

2015 年统计年鉴显示的粮食总产量在这段时间内的变化是一致的。对比 2005 年和 2015 年

的福建省地类分布图可知，在此期间，耕地由福建东部向西部转移。闽东耕地面积明显减少，

闽西耕地面积明显增加。 

BC 与 OR 的高值都出现在生物多样性维护与水源涵养功能区内（图 1，图 2），这是因

为在该功能区内生态资源丰富，水体、森林、草地等自然地类占比大、分布广。BC 与 OR

的值在空间分布中存在一种高度互补关系。在草地多林地少的地区表现为 OR 值较高，而在

林地多草地少的地区表现为 BC 值较高。CS 的高值同样都出现在生物多样性维护与水源涵

养功能区内（图 1，图 2），这是由于该功能区内有大量的植物固碳的支持型地类——森林和

草地。  

 

图 2  2005 和 2015 年福建省四项生态系统服务分布 

Fig. 2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ecosystem servic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5 an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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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协同权衡 

3.2.1 空间自相关 

每两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协同权衡关系的全局莫兰指数如表 1 所示，所有协同权衡关

系都是空间自相关的，并且在空间上聚集分布，而非均匀或随机分布(P < 0.01)。 

表 1 每两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协同权衡关系的莫兰指数 

Tab.1 Moran's I fo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生态系统服务 

的协同权衡 

Moran‘s I z- Scores p-Value 

粮食生产-生物多样性 0.738121 9.569939 0.000000 

粮食生产-植物固碳 0.464048 6.083206 0.000000 

粮食生产-户外休憩 0.630555 8.197258 0.000000 

生物多样性-植物固碳 0.620895 8.069831 0.000000 

生物多样性-户外休憩 0.170786 2.623416 0.008705 

植物固碳-户外休憩 0.695457 9.024824 0.000000 

3.2.2 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权衡的空间分布 

 

图 3 福建省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权衡的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in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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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 和 CS 的协同关系主要发生在福建省中部的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水源涵养功能区，以

及位于闽西和闽东的部分农业生产与城镇发展功能区内。权衡关系主要发生在位于福建省中

南部的土壤保持功能区和福建省西北部的农业生产与城镇发展功能区，这两块区域都是福建

省耕地最密集的地区。GP 与 BC 之间的协同关系主要发生在福建省东部以及个别位于福建

省西部的土壤保持功能区内；二者之间的权衡关系主要发生在福建省中西部。GP 与 OR 之

间的协同权衡关系与 GP 与 BC 之间的关系分布十分相似，协同关系主要发生在福建省东部

以及个别位于福建省西部的农业生产与城镇发展功能区内；权衡关系主要发生在福建省中西

部。BC 和 OR 在整个研究区域内主要呈现协同关系，仅在福建省中西部的一个生物多样性

维护和水源涵养功能区以及福建省南部的一个农业生产与城镇发展功能区内为权衡关系。且

BC 和 OR 与其他两项服务之间的关系的空间分布也非常相似（图 3），BC 与 CS 之间的权衡

关系主要发生在福建省中南部，此区域的生态功能区多为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水源涵养功能区

与土壤保持功能区，协同关系主要发生在闽北地区。CS 与 OR 之间的关系分布与 BC 与 CS

之间的关系呈现相似的规律（图 1，图 3），即权衡关系主要发生在福建省中南部，协同关系

主要发生在闽北地区。 

3.2.3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协同权衡的形成机制 

每两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协同权衡关系都表现出了空间异质性(图 3)。Bennett
[8]提出

了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两种机制：共同的驱动因素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作用。共

同的驱动因素包括土地利用条件。许等人对此增加了更详细的解释，并将影响生态系统服务

协同与权衡的土地利用条件归类为土地利用冲突和土地利用一致性[12]。土地利用冲突指当

一块土地用于一种生态系统服务时就不能再用于另一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情况，这会导致了服

务之间出现权衡关系。土地利用一致性是指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可以同时支持两种或两种以上

生态系统服务的情况，这可以使得服务之间出现协同关系。 

    然而，两项或两项以上服务可能同时具有土地使用冲突和土地使用一致性。例如，GP

和 CS 具有土地利用一致性。耕地是 GP 的主要支持地类，对 GP 有很强的支持作用。同时

耕地也支持 CS，但作为 CS 的非主要的支持地类，它对 CS 的支持力度有限[44]。然而，CS

的主要支持地类，如森林和草地[44]，不能用于粮食生产。此时，GP 和 CS 又具有土地利用

冲突。因此，在前人基础上，补充了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与权衡的土地利用条件的详细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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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即在一定范围内，协同或权衡的发生取决于支持性土地利用类型与非支持性土地利用类

型的面积比，以及它们对每种服务的支持程度。在一定范围内，如果某一项服务的支持性地

类比例大，且该地类对该服务的支持程度较大，则该服务在该区域内成为优势服务。其他服

务相应地变为劣势服务。随着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优势服务和劣势服务之间存在着动态差

距。当这种动态差距处于增大状态时可能导致权衡发生。本研究中的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协

同权衡的产生和空间分布都可以用上述机制来解释。 

   GP 和 CS 的协同关系主要发生在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水源涵养功能区（图 1，图 3），可能

的原因是，该功能区具有大量林地，耕地不过分密集，且林地和耕地交错分布。已有研究发

现，在耕地附近保留森林斑块（林地是植物固碳服务的主要支持地类）能够增加授粉，进而

增加粮食产量[8,45,46]。此外，农作物也具有固碳能力，从而 GP 和 CS 具有土地利用一致性，

因此该区域二者为协同关系。在耕地密集地区，如福建省中南部的土壤保持功能区和福建省

西北部的农业生产与城镇发展功能区，GP 与 CS 的关系是权衡的。可能的原因是，虽然农

作物具有固碳能力，但这一能力远远低于森林和草地。此外，过度耕作会导致土壤质量下降，

从而阻碍碳循环。 

BC 和 OR 在整个研究区域内主要是协同关系，且它们与其他两项服务之间的关系的空

间分布也非常相似（图 3），这可能是由于 BC 和 OR 具有高度的土地利用一致性。它们之间

的权衡主要发生在农业生产与城镇发展功能区中，因为耕地对 BC 具有威胁作用[30]，而对

OR 没有威胁效应[27]。 

   GP 与 BC、GP 与 OR 在福建省西部的关系主要呈现出权衡关系（图 3），可能是由于在

此期间，耕地由闽东向闽西转移，占用生态用地，导致土地利用冲突所致。然而，它们的关

系在福建东部都是协同的。究其原因，可能是闽东地区的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占用了大量的生

态用地，导致支持粮食生产、生物多样性与户外休憩服务的地类大幅减少，拉近了优势服务

和劣势服务之间的差距从而使得它们的关系为协同。 

   BC 与 CS、以及 CS 与 OR 之间的权衡关系主要发生在位于闵中与闽南的生物多样性维

护和水源涵养功能区与土壤保持功能区（图 1，图 3）。对比图 1 的土地利用图可知，这可能

是因为在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水源涵养功能区，林地分布密集且占比大，林地是固碳的主要支

持地类，对 CS 有很强的支持作用。它也支持 BC 与 OR，但作为一种非主要的支持性地类，

林地对这两项服务的支持度低于对固碳的支持度。因此，在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水源涵养功能

区，可能会在 CS 较优势而 BC 与 OR 较劣势的情况下发生权衡。在土壤保持功能区，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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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耕地的占比较大，耕地对 CS 具有支持作用而对 BC 与 OR 无支持作用。在土地利用冲突

的情况下使得服务之间的关系为权衡。 

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建省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城镇发展功能区中建设用地特别密

集的地区，几乎每两项服务之间的关系都为协同。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在该地区建设用地密集

且占地比例大，其他生态用地被占用，导致优势服务和劣势服务之间的差距缩小，从而使得

两项服务之间的关系为协同。 

3.3.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协同权衡的潜在影响因子 

3.3.1. 模型诊断与结果描述 

我们利用 GWLR 分析了 6 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协同权衡与地形、温度、降水、日照

和城市化程度五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如图 4 所示，偏差残差值在−2.5 和 2.5 之间

的区域几乎占据了整个研究区域，这表明所有影响因素与这 6 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是稳健

的。 

 

 

图 4 地理加权逻辑回归模型诊断参数偏差残差值 

Fig. 4 Deviance residual of th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logistic regression 

该模型提供了与全局回归模型进行比较的诊断参数，如表 2 所示。由全局模型解释的偏

差（非空间）可以量化全局逻辑回归的性能，而由局部模型解释的偏差用于量化地理加权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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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回归的性能。这两个参数的取值范围都在 0 到 1 之间，用于检验拟合度。值越大，表示拟

合程度越高。由局部模型相对于全局模型解释的偏差是用于通过比较局部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与全局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来评估从全局模型转移到局部回归模型的优势的指标。由局部模型

和全局模型解释的偏差是通过比较局部模型的残差平方和与全局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来评估

从全局模型 (GLR) 移动到局部回归模型 (GWR) 的优势的指标。该值在 0 和 1 之间变化，

值越高表示局部回归模型的性能优于全局模型。 

表 2 地理加权逻辑回归模型诊断参数 

Tab.2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diagnostic 

服务之间 

的协同与权衡 

模型诊断参数 

由全局模型解释的偏差（非

空间） 

由局部模型解释的偏差 

由局部模型和全局模型解释

的偏差 

粮食生产-生物多样性 0.3269 0.5103 0.2725 

粮食生产-户外休憩 0.3315 0.4878 0.2339 

粮食生产-植物固碳 0.1521 0.3050 0.1803 

生物多样性-植物固碳 0.3398 0.4956 0.2360 

生物多样性-户外休憩 0.3713 0.4655 0.1497 

植物固碳-户外休憩 0.5159 0.6143 0.2032 

3.3.2. 对影响因子的空间非平稳性响应 

了解生态系统服务的协同权衡与影响因子之间的空间关联，对于制定和完善生态系统管

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管理者可以通过制影响因素或因地制宜地鼓励某种服务，来提高增加

多种服务的产出，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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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权衡对城市化的空间响应 

Fig.5 Response of the tradeoff/synergy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to urbanization  

上述六对关系对城市化程度的响应在整个研究区均呈现正响应，且在闽北的响应程度较

强（图 5）。可能的原因是，相比其他地区，闽北的人类活动强度较弱，建设用地稀少，人

口密度低，GDP 密度低。在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活动强度的适度增加可能会改变土地利用

模式，建设用地的扩张将占用大量耕地和生态用地，导致各类服务的支持地类的面积发生不

同程度的下降，可能导致优势服务和劣势服务之间的差距缩小，从而增加服务之间协同关系

的概率。然而，协同概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城市扩张对生态环境有利。相反，现有研究表明

城市化与各项服务均呈负相关[26]，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必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47]。

因此，生态系统管理应密切关注不透水层面的快速生长，可以通过逐步改造旧城的方式进行

城市建设。 

协同权衡对高程的显著正响应也出现在闽北和闽西（图 6），这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武

夷山的位置是一致的。政府应充分利用闽北和闽西的生态资源，鼓励发展生态旅游，与自然

景观并存，保护原始景观生态。在这些地区，建设项目必须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并严格限制

商业和工业用地。这是为了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尽可能保护生态环境不受破坏，有

利于吸引人口从生态压力区(东部)向生态适宜区(西部)转移，从而减轻快速城镇化给闽东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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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重大压力。 

 

图 6 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权衡对高程的空间响应 

Fig.6 Response of the tradeoff/synergy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to elevation 

因 BC 和 OR 具有高度的土地利用一致性，它们与其他两项服务（GP、CS）之间的协

同权衡关系的空间分布十分相似，且这种协同权衡关系对三个气候因素的响应在空间分布上

也具有相似的规律（图 7-9）。（1）对降水的响应，在闽北地区主要为负响应；而对温度的

响应，在闽北地区主要为正响应。（2）对日照的响应和对温度的响应，在性质上刚好呈现相

反的分布，即对温度正响应的地区对应的是对日照负响应的地区。以 GP 与 BC、GP 与 OR

这两对关系为例，它们对降水的响应在整个区域为负，且在闽北的响应强度更强。对温度的

响应在闽北为正，在闽南为负。对日照的响应在闽北为负，在闽南为正。这可能与水源涵养

量（降水量-蒸发量）[48,49]有关。福建省的河流分布呈现北高南低的状态，主干河流闽江位

于福建省北部，闽北地区具有丰富的水资源。在闽北，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与降水呈现显

著负相关，说明降水增加会使得服务之间出现权衡关系的概率增加。已有研究表明，日照和

温度都能影响水分蒸发量，且温度对蒸发量的贡献率为正，日照对蒸发量的贡献率为负。在

闽北，服务之间的关系与日照呈现负相关，与温度呈现正相关；即蒸发量增加会使得服务之

间出现协同关系的概率增加。说明 GP 与 BC、GP 与 OR 这两对关系若要增加协同关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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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可能需要维持一个较为适中的水源涵养量。即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需要较低的水

源涵养量，在水资源较少的地区需要较大的水源涵养量。 

 

图 7 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权衡对降水胁迫因子的空间响应 

Fig.7 Response of the tradeoff/synergy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to precipitation stress factor 

GP 和 CS 之间的关系对降水和温度的响应在整个研究区内的分布十分相似，都是在福

建省东南部为正响应，在闽西和闽北为负响应。这可能是由于闽东南和闽西、闵中、闽北处

于不同的气候分区。福建省属于亚热带气候，除闽东南地区属于南亚热带气候，其他地区都

属于中亚热带气候，闽东南的降水量和温度都要高于其他地区。在闵东南，降水和温度的增

加都会增加服务间协同关系发生的概率；而在福建省其他地区，降水和温度的增加都会增加

服务间权衡关系发生的概率，这是由于共同的驱动因子（降水和温度）对两项服务的影响具

有空间异质性。在潮湿的生态系统中，降水增加可能会通过减少辐射输入、增加养分流失或

降低土壤氧气有效性来降低碳固定能力[50]。在一定阈值范围内，耕地、常绿针叶林和常绿

阔叶林的植物固碳能力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28]。故在福建省全域，植物固碳能力会随着降

水和温度的增加而降低。福建省的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水稻喜高温、多湿、短日照，在中

亚热带气候区，降水和温度的适度升高都能促进作物增产[51]。故在闵北、闵中和闽西，GP

和 CS 之间的关系对降水和温度表达为负响应。而属于南亚热带气候的闵东南沿海地区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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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天气和台风带来的暴雨可能造成耕地积涝成灾，且暖湿气候可能会增加病虫害基数和危

害率，从而影响到粮食产量。故 GP 和 CS 之间的关系在闵东南对降水和温度表达为正响应。 

 

图 8 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权衡对温度胁迫因子的空间响应 

Fig.8 Response of the tradeoff/synergy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to temperature stress factor 

由于气候因素以组合的形式共同影响植物[52]，不同植物对各种气候胁迫因素的敏感性

不同[42]。故而生态系统服务也受到气候因素组合的影响。温度、降水和日照的不同组合对

不同区域和系统的服务的影响也不同[28,52]。因此，每项服务对气候因子的响应不是一对一的，

而是对包括多种气候因素和区域土地类型和植物类型在内的一组综合条件的共同响应。因此，

很难完全解释两种服务之间的关系对单一气候因素的响应机制。然而，了解这种响应的空间

分布，管理者可以通过控制这些因素，以增加服务之间协同关系发生的概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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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权衡对日照胁迫因子的空间响应 

Fig.9 Response of the tradeoff/synergy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to sunshine stress factor 

 

4 结论 

本研究以生态功能区为研究单元，提出差异比较法，确定了 ESs 协同权衡的空间分布；

综合选取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并基于 GWLR 获得 ESs 协同权衡对地形、气候和

城市化三方面因素的空间非平稳性响应。主要结论如下： 

（1）研究中选取的四项 ESs（GP、CS、OR、BC）都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GP 的产量

分布与行政区具有明显的关联，BC、OR 与 CS 的最高值都出现在生物多样性维护与水源涵

养功能区内。 

（2）ESs 之间的协同权衡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并非在空间上恒定。每两项服务在空

间上并非只是单一关系，而是同时存在协同与权衡关系。当两项服务产量的空间分布相似时，

它们各自与其他服务之间的协同权衡的空间分布也十分相似。 

（3）研究通过总结 ESs 协同权衡的发生规律，对已有的协同权衡形成机制进行细化：在一

定的区域范围内，支持性土地利用类型和非支持性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比例，以及它们对各

项服务的支持程度会使得两项服务在该区域范围内区分出优势服务和劣势服务。由于土地利

用变化，优势服务和劣势服务之间存在动态差距，当该差距处于增加状态时，可能导致权衡

发生。 

（4）ESs 之间的协同权衡关系与气候、地形和城市化因子稳健相关。模型诊断结果表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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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加权逻辑回归在解决 ESs 协同权衡对影响因子响应的问题上要优于全局回归。 

（5）ESs 协同权衡关系对影响因子的响应具有空间差异，其正负性和强度都随空间变化。 

5 结语 

从科学到决策，是新时期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与任务[53]。―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既可指 ESs 供给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也可强调 ESs 消费取舍的权衡行为。因此，ESs 协同

权衡是关系认知与行为决策的结合，是地理学研究从科学到决策转型的核心途径[54]。在千

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结束前后，ESs 研究议题更加重视空间异质性、区域差异和社会经济因

素，ESs 研究范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转向、区域转向和综合转向[7]。 

本文主要创新点有：（1）以生态功能区为研究单元，有利于生态治理统筹规划；（2）提

出了将 ESs 协同权衡关系绘制成图的方法——差异比较法；（3）细化了 ESs 协同权衡关系

的形成机制；（4）潜在影响因子的选择更加全面；（5）获得了 ESs 协同权衡关系对影响因

素的空间非平稳性响应。本研究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协同和权衡关系，

可为其他区域的研究以及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本研究提出的差异比较法，对比局回归模型

或成对相关系数，能清晰反映出 ESs 协同权衡的地域分异特征，且能支持后续的局部回归

计算；对比空间制图的方法（通过比较各项服务的热点来判断 ESs 关系）[13]，能明确表达

出协同和权衡发生的区域，而不只是反映各项服务供应的最终状态。但该方法同样存在着局

限性，例如，只能反映出两种服务之间的空间关联，不能同时描述多种服务之间的空间关联，

确定多种服务之间的空间关联一直都是 ESs 之间协同权衡的研究的难点；该方法的结果是

二元的，因此不能像连续的数值结果那样表达出 ESs 之间关系的强弱。但由于本研究的主

要内容是确定与 ESs 协同权衡对其影响因子的空间响应，ESs 空间关系强弱的确定可作为下

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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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Due to the sharp decline of global ecosystem services (ES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correc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The two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China are needed to be solved: (i) the lack of overall planning based on the unit of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and (ii) the lack of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synergy and tradeoff between ESs. This study 

takes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as the research unit, to determine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four ESs (grain 

production (GP), carbon sequestration (CS), outdoor recreation (OR),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C)), and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for the synergy/tradeoff between ESs and its spatially non-stationary response to 

influencing factors. These factors are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sunshine, altitude, and urbanization degree. 

Methods: In this study, Various models and multisource data were integrated to estim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yield of ESs in Fujian. A "difference comparison method" is proposed to determin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ynergy/tradeoff between ESs. The Moran‘s I was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the 

synergy/tradeoff between ES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selec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logic regression (GWLR)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spatial response of the 

synergy/tradeoff to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four ESs selected in the 

study (GP, CS, OR, BC) hav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mong them, the yield distribution of GP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he highest values of BC, OR, and CS appeared in the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 All the Moran‘s I were are greater than 0, 

which means the synergy/tradeoff between ESs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spatially clustered. (3) In 

space, there are synergy and tradeoff simultaneously between two ESs, instead of a single relationship. (4) Whe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yield of the two services is similar, such as BC and O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ynergy/ tradeoff between them and other services is also very similar. (5) The synergy/tradeoff between ESs 

showed significant responses to climate, topography, and urbanization factors. (6) The responses from the 

synergy/tradeoff between ESs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spatially heterogeneous, and their positivity and 

intensity varied with space. Conclusion：The diagnosis results of the model show that the GWLR is superior to the 

global regression model in explain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ynergy/tradeoffs of ES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y summarizing the law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synergy/tradeoff, this paper refines the existing formation 

mechanism for the synergy/tradeoff between ESs: in a certain area, the area proportion of supportive land-use type 

and non-supporting land-use type, and the degree of their support effect for various services will make the two 

services distinguish between superior services and inferior services in this region. Due to the changes in land use, 

there is a dynamic gap between the superior services and the inferior services, which may lead to trade-offs when 

the gap is increasing.  

Key words：ecosystem services；synergy and tradeoffs；geographical weighted logistic regression；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influencing factors；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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